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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新时期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金融科技促进了农民增收吗？
李明贤，彭晏琳

（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长沙 ４１００００）

摘 　 要：促进农民增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当前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

务。 本文基于我国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探究金融科技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发展显著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 机

制分析发现，金融科技通过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与农业服务业发展等农村三产融合

发展路径积极作用于农民收入增长。 同时金融科技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存在动态非线性关联。 异质

性分析表明，数字接入水平相对较高省份与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高省份的金融科技增收效应更

强。 为更好发挥金融科技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带动作用，应进一步推行差异化的金融科技支持政策，
打造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支撑点，强化农村金融科技发展的人力物力保障，夯实农村金融科技创新发

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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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２２ 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始终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
工作的中心任务，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一直以来，农村金融被视为农村经济的血

脉，能为乡村振兴输送金融“活水” ，带动农民增收，为此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给予保障。
２０１９ 年初，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提

出，金融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要聚焦产业振兴，提高农民收入。 ２０２１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指出要

撬动金融资本重点支持乡村产业发展，促进农户持续增收。 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强调要通过健

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金融在促进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方面的作用已达成共识。 但农村金融服务普遍存在信

息不对称、缺乏抵押品和业务成本高等问题，传统金融缓解农村经济主体融资约束的力度较为

有限，削弱了对农民增收致富的促进作用。 近年来，金融科技创新在农村金融领域的普及与应

用，给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使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进入以移动支付、网上银

行、大数据征信为特征的金融科技阶段。 金融科技的重要特征是普惠。 那么，金融科技发展能

否促进农民群体增收？ 金融科技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机理是什么？ 存在何种异质性？ 这些问

题亟需回答。
专家学者们对我国农民增收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研究。 贾俊雪等 ［１］ 研究了中央地方利

益协调下减税政策与农民增收的关系；赵勇智等 ［２］ 研究了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对农民增收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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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王轶和刘蕾 ［３］ 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视角出发，探讨了其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孙雪峰和张

凡 ［４］ 研究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富民效应。 此外，农村产业融合、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与金融发展也

被认为是农民增收问题的关键所在 ［５－６］ 。 董晓林等 ［７］ 发现农户的金融服务参与方式是影响其

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金融科技将数字技术与金融业深度融合，促使金融服务抵达更多包括农民在内的“长尾群

体” ［８］ 。 现有研究主要从数字普惠金融出发，基于收入渠道与农户类型视角，探讨金融科技与

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 收入渠道方面，刘丹等 ［９］ 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金融科

技发展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的农民非农收入增长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 杨林和赵洪波 ［１０］ 认为

金融科技通过增加农民的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转移性收入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但刘自强和

张天 ［１１］ 发现金融科技对提高农户财产性收入的作用有限。 农户类型方面，学者们依据收入水

平、主营农业产业类别来研究金融科技对不同农户收入的影响。 斯丽娟和汤晓晓 ［１２］ 、徐莹和王

娟 ［１３］ 分析了金融科技与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作用在低收入农户

群体中较为突出。 高宝军等 ［１４］ 利用西藏的地级市数据探讨了金融科技与农牧民收入增长的相

关性，发现数字金融下乡同样可以惠及以畜牧业为主的农业生产地区，实现当地农民收入增长。
进一步地，已有文献主要从以下三个视角研究金融科技影响农民增收的机理：一是发挥金融功

能。 任碧云和李柳颖 ［１５］ 基于京津冀 ２１１４ 份农民调研数据，发现数字支付、投资、借贷等服务的

使用与数字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可以实现农民包容性增收。 李牧辰等 ［１６］ 基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年省

级面板数据，从金融排斥和金融功能出发，分析金融科技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发现金融

科技能够缓解农民的金融排斥问题，使农民从不同功能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中合理规避风险和

享受红利。 二是改善农民经济行为。 宋科等 ［１７］ 、杨怡等 ［１８］ 、张勋等 ［１９］ 发现金融科技可以为农

户创业与生产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从而带动农户收入增长。 陈东平等 ［２０］ 使用固定效应与门

槛模型研究了金融科技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金融科技能够衍生更多就业岗位，促使农

村劳动力向收益较高的非农产业转移，从而提升农民收入水平。 三是推动产业升级。 张林 ［２１］

选择 ＳＹＳ－ＧＭＭ 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县域产业升级与农民增收三者的关系，发现数字普

惠金融通过县域产业升级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现有文献为研究金融科技带动农民增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仍有拓展空间。 一是随

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农民收入来源渠道已经多元化，特别是在人多地少的现实国情下，增
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方式是农村三产融合。 那么，金融科技是否通过农村三产融合影响农民增收

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是已有文献探讨金融科技与农民增收关系时，多局限于金融科技发展对农

民收入影响的静态分析。 但金融科技被广泛接受和普及需要一定的时间，鲜有文献考虑金融科

技发展的时间滞后性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三是现有文献多从金融科技功能差异、农民收入结构

与地理位置差异等角度探讨金融科技发展对农民增收效果的异质性。 作为金融科技发展的重

要支撑，数字接入水平与农村人力资本的差异是否会引发金融科技增收效应的差异需要验证。
鉴于此，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与拓展：第一，构建“金融科技－农村三产融合－农

民收入增长”的分析框架，应用中介效应检验法验证金融科技能否通过农村三产融合这一间接

机制带动农民增收，进一步验证金融科技是否通过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农业服

务业发展等农村三产融合路径间接影响农民收入增长。 第二，利用动态门槛模型验证金融科技

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动态非线性关联。 第三，根据各省份数字接入水平和农村人力资

本水平的差异划分区域，检验金融科技的增收效应在区域间是否存在异质性。 研究结果对推进

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充分应用金融科技推动共同富裕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理论价值和

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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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金融科技带动农民增收的直接作用机理

中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及以数字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创新，使得金融科技的普惠功能

得以实现 ［２２］ ，并有效赋能农民持续增收。 具体来看，金融科技可通过以下途径释放金融资源，
助力农民增收：第一，扩大金融服务覆盖范围，增强农户获取金融资源的易得性。 基于互联网技

术的金融业务能够突破地理区域、物理网点、人力资本对传统金融服务偏远地区与弱势农户的

限制 ［２３］ ，将“金融＋科技＋数据”的优势叠加，实现农村客户的广覆盖，让更多的农村弱势群体获

得便捷的金融服务和充足的金融资源，带动生产投资和农民增收。 第二，延展金融服务使用深

度，加深农户数字金融市场参与程度。 一是相较于传统金融，金融科技能够给予农户选择多样

化金融服务提供者和金融服务类型的自由，提升农村金融交易的频率与规模，拓宽农户增收渠

道。 一方面，金融科技发展使得金融服务提供者既可以是合作性、商业性的金融机构，也可以是

开发性、政策性的金融机构。 另一方面，在金融科技创新支持下，农户可以摆脱传统金融的地理

排斥，自主选择除传统的存贷款服务之外的金融服务，如保险、风险投资与理财等新兴金融服

务。 二是相较于传统理财工具，数字投资理财产品具有低门槛、高收益和高流动性的优势，能够

满足“家有余财”农户想要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 ［２４］ 。 成熟便利的线上金融服务平台可以全

方位展示金融产品的特点和金融业务办理流程，缓解农户与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激发多

样化配置金融资产的需求 ［２５］ ，实现基于资产有效组合的收入增长。 第三，提高金融服务数字化

程度，减少农村金融排斥。 得益于大数据风控、人工智能学习、数据挖掘、图算法以及定量决策

等金融科技创新，金融机构能够创新抵押担保、优化业务流程、赋能监督管理、降低交易成本、缓
解信息不对称、实现风险定价 ［２６］ ，使农村金融服务逐步自动化、智能化、大众化、普惠化，农村金

融机构运营效率、信用评价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得到提升，农村“长尾客户”低成本、低门槛、便
捷化、个性化的贷款需求得以满足，帮助农户抓住增收的机会。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说 １：金融科技能够带动农民收入增长，金融科技的覆盖广度、使用深

度与数字化程度能释放金融资源推动农民增收。
（二）金融科技通过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带动农民增收的间接作用机理

根据赵霞等 ［２７］ 的研究，农村三产融合是指立足于农业产业，以农民及相关经营组织为主

体，采纳先进技术促进农业生产要素跨界集约配置的“帕累托改进” ，包括农产品种养、加工、销
售与服务等主要环节的产业间联动与产业链延伸，以农业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功能为基础

的多功能性拓展，以农业服务方式与农业服务组织形式创新为载体的农业服务业发展等。 在农

村产业融合试点政策实施背景下，农村三产融合在金融科技带动农民增收过程中是否发挥着中

介作用值得探讨。 理论上来说，农村三产融合有利于实现农民增收目标，金融科技会激发农村

三产融合活力对农民增收产生影响。 从农村三产融合内涵来看，金融科技可以赋能农业产业链

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与农业服务业发展，进而带动农民增收。
１．金融科技资源配置效应的发挥能够助力农业产业链延伸，推动农民增收。 依托金融科

技，金融机构能够把握农业产业上下游中小微主体的资金流、物流与信息流，并抓取农村产业运

行中各主体农业种植养殖、收获加工、物流仓储、销售消费等相关信息数据，构建信贷决策模型

和风险控制模型，安全快捷地为乡村产业链条上产品运销对路、经营效益显著、风险防控能力

强、管理水平高、信誉度高的“Ｎ”个经营主体提供可负担的融资服务。 特别是金融科技完美契

合产业链金融质量与效率变革需求，可以将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到产业链延伸的重点领域与薄弱

环节，延伸农业产业链，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带动种养、加工、销售与服务一体化发展，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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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农业经营项目，为农村劳动力带来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
２．金融科技的技术外溢能够促进农业多功能性发挥，带动农民增收。 在互联网、大数据、区

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加持下，金融机构能够通过技术平台、人员互动、产品流动、知识共享等方

式将先进的知识与技术扩散到农村产业领域。 依赖于金融科技的技术扩散，高新技术产业与传

统农业边界逐渐消除，涉农创新能力日益提升，以生物育种产业、生态环保产业、数字农业、智慧

农业为代表的农村新产业和新业态大量涌现，农业多功能性得以实现。 农业多功能性发挥注重

实现农业资源的多元化利用、农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通过深入挖掘农业

的多功能性，能够提高农业产出水平和增加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多元价值，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

道。 同时，农民在生产过程中采纳新技术、保护生态环境等行为还可能得到政府补贴，增加农户

转移性收入 ［２８］ 。 此外，农业多功能性发挥有助于形成多业态复合发展的局面，推动农业与旅游

休闲、文化教育、生态康养等产业融合发展，扩大农业经营范围，吸引农民从事与农业相关的生

产和经营性活动，实现农民增收。
３．金融科技创新效应的渗透能够带动农业服务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凭借新兴技术支

撑，金融科技能够实现农村支付结算方式的革新，改变农村经济活动长期依靠现金结算的方式，
提升农村结算效率，促进农村服务业的发展。 一方面，数字化支付能使农户与农业服务组织的

支付结算高效便捷，加速农业服务组织资金周转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引导农业服务业良性发

展。 同时移动支付在乡村农家乐、民宿与超市的普遍应用为乡村观光游客购物消费提供支付便

利，有效满足了城镇游客的支付需求，提升了城镇游客农村休闲旅游的体验，进而促进乡村旅游

业发展 ［２９］ 。 另一方面，便捷的线上支付结算提高了农户抓住电子商务“风口”并享受电子商务

“红利”的可能性，为“电商＋直播”服务农产品销售创造了有利条件，带动农民增收。 此外，金融

科技能够依据生产托管、代耕代种、联耕联种等新型服务方式的特点，创新搭建金融服务的应用

场景，为农机服务合作社、劳务合作社、农业服务超市等新型服务组织提供服务农业生产经营的

空间和发展环境，吸引更多的农户通过土地租赁、托管或入股的形式参与到新产业、新业态的

“分红”中，实现联农带农效应，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３０］ 。
可见，农村三产融合的增收效应是多要素支撑下的综合演化过程 ［３１］ ，这意味着金融科技通

过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以及农业服务业发展等农村三产融合路径实现农民增收

致富的过程，也是金融科技通过农村三产融合带动农民增收的过程。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说 ２：金融科技能通过农村三产融合促进农民增收，且主要通过农业

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农业服务业发展等农村三产融合路径实现农民增收的过程，也
是金融科技通过农村三产融合带动农民增收的过程。

（三）金融科技带动农民增收的动态门槛效应分析

参照里德定律（Ｒｅｅｄ􀆳ｓ Ｌａｗ）和梅特卡夫定律（Ｍｅｔｃａｌｆｅ Ｌａｗ） ，网络具有较强的外部性与正反

馈效应，当网络规模超过一定阈值时，网络价值会呈现指数级增长 ［３２］ 。 作为以互联网技术为代

表的现代信息技术与金融深度耦合的产物，金融科技具备网络外差效应，只有当金融科技发展

到一定水平时才会触发正反馈机制。 也就是说，金融科技“入乡”程度的持续加深会引导金融

科技赋能农民增收的效应呈现爆发式增长。 究其原因，一是金融科技发展长期处于动态变化

中。 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投入、政策支持力度、科技创新能力的区域异质性影响，各
区域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不尽相同。 当金融科技发展跨越某个门槛后，金融科技对农民增收的带

动效应成倍增长。 二是金融科技服务“下沉”积累的信息数据具有规模经济效应。 当金融科技

发展水平超过某个阈值时，农民获取生产资料、市场信息、新技术的资金和服务边际成本趋于

０，金融科技对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出现边际递增趋势。 三是金融科技发展的伴生风险可能会

对其赋能乡村振兴造成干扰。 当金融科技发展超过一定阈值迈入成熟平稳的提升阶段时，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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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伴生风险对农民增收的阻碍效应呈边际递减趋势。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说 ３：金融科技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动态非线性关联，这种关联

会随着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增强。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中

国休闲农业年鉴》 《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 《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
淘宝村数据来源于阿里研究院的《淘宝村报告》 ，设施农业总面积数据来源于全国温室数据系

统、各省份统计年鉴与农业农村部相关政策文件。 本文将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除西藏之外的 ３０ 个省

份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利用平滑法以及灰色预测法等对数据中的少部分缺失值及

异常值进行预处理。
（二）变量选取与衡量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农民收入，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来衡量。
２．解释变量。 本文解释变量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 现有文献对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测度

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采用文本挖掘法对关联金融科技内涵的关键词频进行数据挖掘和结构化

数据转化，最终合成金融科技指数；二是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共同

编制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代理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涵盖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

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比较全面地刻画了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和

应用。 金融科技的早期业态主要为互联网金融，自 ２０１３ 年开始我国互联网金融迈向高速发展

阶段，互联网金融的广泛应用和政府的政策引导使得金融科技成为我国金融业发展新趋势，因
此，本文采用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金融科技发展水平。 同时为确保研

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在稳健性分析中，本文引用李春涛等 ［３３］ 构建的金融科技搜索指数作

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替代变量，再次检验金融科技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３．中介变量。 本文设置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为中介变量。 考虑到构建指标的科学性、全

面性、代表性与可获得性，基于葛继红等 ［３４］ 的研究，本文从农村三产融合基本内涵出发，从农业

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发挥、农业服务业发展三个维度构建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的综合评

价指标体系（表 １） 。
（１）农业产业链延伸水平。 农业产业链延伸是指农产品从原料生产到加工、销售、服务等各

个环节的链接，体现在各产业内部子产业间的融合和顺次产业间交叉与延伸演变形成的 １． ５
次、２．５ 次、３．５ 次产业。 本文相应选用农产品加工业比重、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农村产销一

体化水平、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农户水平来评价农业产业链延伸的水平。
（２）农业多功能性发挥水平。 农业具有经济、环境、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功能，涵盖消费、

生态、劳动就业、粮食安全与文化传承等各个方面。 农业多功能发挥体现在农村三产融合与农

业多功能相组合，挖掘农业多功能价值，为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文相应选用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发展水平、设施农业总水平来评价农业多功能性发挥的水平。
（３）农业服务业发展水平。 农业服务业发展是指以农业为基本依托，将农业与为农业发展

助力与服务的相关产业相衔接，支撑农村三产融合发展。 本文相应选用了农村服务业发展水

平、农技推广水平、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来评价农业服务业发展的水平，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社能

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技术、资金、市场资讯和管理经验等方面的服务与支持，充分发挥联农带农

的作用，有效解决农村产业“谁来提供服务”和“怎么高质高效服务”的问题，其规模是评价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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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表 １　 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度量方式 指标属性

农村三产融

合发展水平

农业产业链延伸水平

农产品加工业比重 农产品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 第一产

业增加值

正向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水平 淘宝村数量 ／ 行政村数量 正向

农村产销一体化水平
农村产销一体化服务组织数量 ／ 行政

村数量

正向

农民 专 业 合 作 社 带 动 农 户

水平

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农户数 ／ 乡村人

口数

正向

农业多功能性发挥水平

休闲 农 业 与 乡 村 旅 游 发 展

水平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营业收入 ／ 第一

产业增加值

正向

设施农业总水平 设施农业总面积 ／ 耕地面积 正向

农业服务业发展水平

农村服务业发展水平 农村服务业投资额 ／ 农村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

正向

农技推广水平 基层农技服务组织数量 ／ 行政村数量 正向

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 农村每万人拥有农民专业合作社数

量（个 ／ 万人）

正向

　 　 注：参考葛继红等 ［３４］ 的做法，加总农产品加工业 １２ 个子行业的营业收入作为农产品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对于部分地

区使用营业收入代替主营业务收入；由于全国温室数据系统公布的设施农业总面积数据只更新到 ２０１８ 年，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

数据利用各省份统计年鉴与农业农村部相关政策文件进行补充，少部分缺失数据基于设施农业总面积的发展规律，采用灰色

预测法推算，该测算法并不影响对设施农业发展水平的整体判断。

在确定指标体系后，采用熵权法与线性组合法对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及各要素进行测

度，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第一步，利用无量纲化处理方法，对二级指标数据进行正向标准化处理，公式如下：

［Ｐ ｉｊ－Ｐｍｉｎ（ ｊ） ］ ／ ［Ｐｍａｘ（ ｊ） －Ｐｍｉｎ（ ｊ） ］ （１）
第二步，采用熵值法求取权重，然后运用线性加权求和法，计算各省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

平、农业产业链延伸水平、农业多功能发挥水平与农业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计算公式

如下：
Ｍ ｉ ＝∑ ｎ

ｊ＝ １Ｌ ｉＰ ｉｊ （２）
其中，Ｍ ｉ 为中介变量的综合指数，Ｌ ｉ 为二级指标权重，Ｐ ｉｊ为正向化后的二级指标数值。
４．控制变量。 参考李牧辰等 ［１６］ 、徐光顺和冯林 ［２３］ 等学者的做法，本文控制变量选择如下：
（１）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采用各省份平减后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与各省域总人口数的

比值表示。 各省域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受到人口和产出两个因素影响，能够反映整个省的基本

生产与收入水平以及整体宏观经济状况。
（２）财政支农支出水平。 采用各省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表示。

财政支农支出能够有效保障农业生产、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环境，有利于促进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带动农民收入增长。
（３）农业机械化水平。 采用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来衡量。 农业机械化能提高农业劳

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带动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进而提升农业经济效益，带动农民增收。
（４）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基础设施属于固定资产中的公共投资，本文使用农村固定资

产投资实际完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 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能够便利生产经营

活动，通过节约生产与交易成本以及降低获取社会服务的成本等，实现农民增收，还能通过涓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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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惠及周边区域与群体，带动其生产发展和生活富裕。
（５）城镇化水平。 采用各省域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 城镇化的过程实质是一个地

区产业支撑、生态环境、地域性质、生活方式以及公共服务由“乡”到“城”的转变，对农村三产融

合和农民增收具有重大影响。
（６）农村产业结构。 本文选用我国各省第一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 农村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能够快速提升农村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和产出能力，从而吸引各要素流入

农村，有效衔接农村一二三产业并促进其融合发展，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７）农户受教育水平。 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 重视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强化农村人

力资本积累能够有效促进农民增收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农民收入（万元） ２４０ １．３７５ ０．５２９ ０．６２８ ３．１９３

金融科技发展水平 ２４０ ２．５３８ ０．６８２ １．２８４ ４．１０３

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 ２４０ ０．０９１ ０．０６９ ０．０１５ ０．４２９

农业产业链延伸水平 ２４０ ０．１６９ ０．１５２ ０．０２０ ０．７０９

农业多功能性发挥水平 ２４０ ０．２３０ ０．１６９ ０．００２ ０．６４６

农业服务业发展水平 ２４０ ０．１７２ ０．１２７ ０．０１１ ０．６０９

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２４０ １０．９１０ ０．３８４ １０．３４０ １１．６８０

财政支农支出水平 ２４０ ０．２７３ ０．３２８ ０．０８８ １．８８８

农业机械化水平 ２４０ ０．６３４ ０．２１０ ０．１７１ ０．９６７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２４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６

城镇化水平 ２４０ ０．６０３ ０．１１６ ０．４０２ ０．８９３

农村产业结构 ２４０ ０．０９５ ０．０５１ ０．００３ ０．２３４

农户受教育水平（年） ２４０ ７．８６０ ０．６０６ ６．２３９ ９．４０９

（三）模型设定

１．中介效应模型。 为研究金融科技、农村三产融合和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检

验金融科技是否通过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农业服务业发展等路径间接影响农

民收入增长，本文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 ［３５］ 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构建如下模型：
ＮＩ ｉｔ ＝ ϕ０＋ϕ１ＦＩ ｉｔ＋ϕ２Ｘ ｉｔ＋ε ｉｔ （３）
ＲＩＤ ｉｔ ＝ γ０＋γ１ＦＩ ｉｔ＋γ２Ｘ ｉｔ＋ε ｉｔ （４）

ＮＩ ｉｔ ＝ μ０＋μ１ＦＩ ｉｔ＋μ２ＲＩＤ ｉｔ＋μ３Ｘ ｉｔ＋ε ｉｔ （５）
其中，ｉ 表示省份，ｔ 表示年份，ＮＩ ｉｔ表示农民收入， ＲＩＤ ｉｔ表示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ＦＩ ｉｔ表示

金融科技发展水平，Ｘ ｉｔ是影响农民收入的控制变量集合，ϕ ｉ、γ ｉ、μ ｉ 是待估参数，ε ｉｔ 是随机扰

动项。
２ ．动态门槛模型。 为检验金融科技与农民增收之间是否存在动态非线性关联，本文借鉴覃

朝晖和潘昱辰 ［３６］ 动态门槛模型构建方法，选取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滞后一期作为受门槛变量影

响的核心解释变量，将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下三个子维度覆盖广度、使用深

度以及数字化程度作为门槛变量，将农民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如下动态门槛回归模型：
ＮＩ ｉｔ ＝ θ０＋θ１ＦＩ ｉ，ｔ－１×Ｉ ＴＨ ｉｔ≤λ１( ) ＋θ２ＦＩ ｉ，ｔ－１×Ｉ λ１＜ＴＨ ｉｔ≤λ２( ) ＋θ３ＦＩ ｉ，ｔ－１×Ｉ ＴＨ ｉｔ＞λ２( ) ＋θ４Ｘ ｉｔ＋ε ｉｔ （６）
其中，ＮＩ ｉｔ表示被解释变量，ＴＨ ｉｔ表示门槛变量，ＦＩ ｉ，ｔ－１表示滞后一期的核心解释变量，λ ｉ 是未

知门槛值，Ｘ ｉｔ是影响农民收入的控制变量集合，θ ｉ 是待估参数，ε ｉｔ是随机扰动项， Ｉ（·）是指示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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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

本部分将针对前文所述的理论框架体系，从以下四个方面对金融科技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

机理进行检验：第一，运用基准回归、子指标分解和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证明金融科技对农民增

收的促进作用；第二，使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金融科技能否通过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

发挥以及农业服务业发展等间接路径，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带动农民增收；第三，利用门槛模型

验证金融科技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动态非线性关联；第四，进一步实证分析金融科技

的增收效应是否存在异质性。
（一）基准模型回归分析

根据式（３ ） 进行基准回归分析，检验金融科技带动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效应。 依据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计量模型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时，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列（１） 、（２）分别

为放入控制变量前后且未控制时间的固定效应模型结果。 列（ ３）为加入控制变量且控制时间

和地区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结果。 如表 ３ 所示，核心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回归系

数均在 １％的统计水平显著为正，证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和是否控制时间效应，金融科技对

农民收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金融科技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证明假说 １ 成立。 基

准回归结果也表明 ２０１３ 年以来金融科技在助力农民增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方面，随
着金融科技不断发展，“免担保、纯信用、广覆盖、低门槛”的农村普惠贷款服务在农村地区得以

普及，农民更容易获取充足的资金进行生产经营以实现收入增长。 另一方面，科技与金融的融

合创新，重塑了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推动了金融机构服务模式的转变，全面提升了金融机构服

务“三农”的能力与效率。 金融科技让农民足不出户便可以享受到“ ３ 分钟审核、１ 秒放贷、０ 人

工干预”的快贷服务，有效解决农民生产经营面临的资金缺、周转慢、融资难等难题，为提升农民

收入增添了活力。 同时，金融科技保障了农村“长尾客户”享受多样化金融服务与产品的权利

和选择多样化金融服务供给的权利，进一步扩大了农户通过差异化金融支持实现增收的概率。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 ２） （ ３）

金融科技发展水平 ０．４１３∗∗∗（ ０．００９） ０．４９２∗∗∗（０．０２４） ０．４４８∗∗∗（ ０．０６８）

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０．２３３∗∗∗（０．０６４） ０．２２４∗∗∗（ ０．０５９）

财政支农支出水平 ０．０８９ ０∗（ ０．０４８） ０．０９１ ９∗∗（ ０．０４３）

农业机械化水平 －０．３９２∗∗∗（ ０．１３８） －０．２８０∗∗（ ０．１２４）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４．９８７∗∗∗（１．８２４） ５．９３６∗∗∗（ １．６０６）

城镇化水平 －２．２３４∗∗∗（ ０．４８４） －３．０８７∗∗∗（ ０．４８０）

农村产业结构 １．３９６∗∗∗（０．５３６） ０．５７５（ ０．４９６）

农户受教育水平 ０．０６３∗∗∗（０．０２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６）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３２７∗∗∗（ ０．０２３） －１．５５０∗∗（ ０．７１５） －０．３８４（ ０．６３２）

观察值数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Ｒ２ ０．９１６ ０．９５７ ０．９６９

　 　 注：∗∗∗、∗∗、∗分别表示 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 下表同。

从控制变量来看，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支农水平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农民

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农水平的提高，本质上都有利于实

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引导资金、技术、信息向农村地区倾斜，并调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促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为农户提供从事农业和非农生产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实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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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收入增长；基础设施是农村产业发展的“先行资本” ，完善的基础设施会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

件，便捷农业和非农产业的生产经营，降低农民的生产经营成本，为农民带来福祉和收益。 城镇

化水平和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可能原因是，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意

味着更多的农村精壮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资源要素向城市聚集，农村高素质劳动力大量减少，
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受到限制，城镇化水平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也会趋于弱化；现阶段农业

机械化需要足够的资金投入，而农户的农机购买力、购买意愿和使用能力普遍较弱，依赖农机大

户的农机服务又会增加农业生产的成本，加上农机设备的适配性不足等，因此短期内农业机械

化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不强。
（二）子指标分解

为了进一步验证金融科技带动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效应，本文选取金融科技的覆盖广度、
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三个子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农民收入分别进行回归估

计，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子指标分解回归结果

　 变量 覆盖广度 使用深度 数字化程度

覆盖广度 ０．３５０∗∗∗（ ０．１１２）

使用深度 ０．１５５∗∗∗（０．０４２）

数字化程度 ０．１４９∗∗∗（ ０．０２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３８７（ ０．６８５） －０．６６５（ ０．６７３） －０．４３１（ ０．６３１）

观察值数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Ｒ２ ０．９６５ ０．９６５ ０．９７０

　 　 如表 ４ 所示，列（１）—列（３）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都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
明金融科技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能显著释放金融资源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究其

原因：第一，金融科技覆盖范围的扩大，有利于将偏远地区农户、弱势农户和融资困难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纳入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减轻金融排斥，让农村“长尾客户”快速获取信贷资金，
抓住市场机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或开展创业活动，实现增收目标。 第二，金融科技使用深度的

拓展，有助于为农户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帮助农户利用保险、风险投资与理财等新兴

金融服务配置家庭金融资产，实现农户资产的保值增值。 第三，金融科技数字化程度的加深，有
益于农民登录“线上”平台，了解和掌握金融政策动向、金融信息及数据动态，减少由于交易双

方信息获取能力的差异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降低交易成本，规避金融风险，提升金融资源配置

效率，带动农民增收。
（三）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１．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指标测量误差与遗漏变量等因素的影响，本文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有

待检验。 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同
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对数据重新回归。 其中，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作为工具变量

具有合理性，原因在于：第一，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是基于移动通信技术或使用相关数据增值业

务所产生的流量，主要的接入载体包括通信设备和互联网设备，能够反映移动互联网有效用户

数量、活跃用户规模和地区信息技术发展水平。 第二，金融科技的创新研发与推广应用依靠现

代信息技术和智能终端，金融科技的使用主体也是移动互联网的使用主体，因此金融科技发展

水平与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密切相关。 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 ５ 列（ １）所示，核心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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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数为正，且具有极强的显著性，与前文研究结果一致，工具变量的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的

Ｐ 值均为 ０，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大于弱识别检验 １０％水平上的临界值，证明本研究

选取的工具变量合理，不存在工具变量识别不足或工具变量弱识别问题，假说 １ 进一步得到

验证。
２．稳健性检验。 前文选取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衡量金融科技发展水平。 为了排除指标

测量误差带来的干扰，本文选择李春涛等 ［３３］ 所构建的金融科技指数重新回归。 如表 ５ 的列（ ２）
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的显著性与方向均与前文保持一致，验证了实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即金融

科技发展会对农民增收产生积极影响。 同时考虑到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的

蚂蚁金服集团，因此本文通过更换样本集来避免样本偏误的影响，即剔除浙江省的样本重新回

归，结果如表 ５ 的列（３）所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此外本文还选取稳

健性更高的分位数回归法，并控制时间效应和地区效应，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检验。 从表 ５ 的

列（４）—列（８）可以看出，１０、２５、５０、７５、９０ 分位数上的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方向和显著性

与表 ３ 一致，这也进一步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存在正向效应，再次验证了前

文结果，说明实证分析结果稳健。
表 ５　 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ＩＶ：移动互联

网接入流量

更换核心

解释变量
更换样本集

１０ 分位数

回归

２５ 分位数

回归

５０ 分位数

回归

７５ 分位数

回归

９０ 分位数

回归

（ １） （ ２） （ ３） （４） （ ５） （ ６） （ ７） （８）

金融科技发展

水平

１．２０９∗∗∗

（ ０．１６８）

０．１１２∗∗∗

（ ０．０４０）

０．２９１∗∗∗

（０．０５３９）

０．９８２∗∗∗

（ ０．１１９）

０．９４６∗∗∗

（ ０．１５１）

０．９４７∗∗∗

（ ０．１０２）

０．９２２∗∗∗

（ ０．１３２）

１．２３２∗∗∗

（０．２０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３．６９５∗∗∗

（ ０．９５０）

－０．８１２

（ ０．６８６）

－０．２１２

（ ０．４７２）

－２．６４０∗∗∗

（ ０．９６４）

４．４２５∗∗∗

（ ０．７５４）

－４．７１３∗∗∗

（ ０．８２８）

－２．９２２∗∗∗

（ ０．８２３）

－４．８８７∗∗∗

（１．４３３）

观察值数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３２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Ｒ２ ０．９１６ ０．９６４ ０．９８２ ０．６７４ ０．６９４ ０．７２２ ０．７４５ ０．７８７

（四）机制分析

１．中介效应分析。 前文理论分析表明，金融科技能够提升农业产业链延伸水平、农业多功

能性发挥水平以及农业服务业发展水平，促进农村三产融合，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和空间。 为检

验金融科技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是否存在上述作用机制，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金融科技、
农村三产融合和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同时采用基于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抽样法的多重并行中介效应

检验方法进一步检验金融科技是否通过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农业服务业发展

等路径间接影响农民收入增长。
多重并行中介检验方法是多重中介效应检验的一种形式，它能够将农村三产融合的三个子

维度作为中介变量纳入考虑范畴，确保每个子维度的影响路径都是相互独立的，且不需要考虑

各子维度之间的顺序。 同时多重并行中介检验方法能够有效地分解出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

功能发挥、农业服务业发展三个维度单独的中介效应以及它们的总体中介效应，即农村三产融

合的中介效应，更全面深入地探索金融科技、农村三产融合和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以
便于更清晰地理解和解释因果机制。

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如表 ６ 所示，列（１）为金融科技对农民增收的直接效应检验结果，核心

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列（ ２）为金融科技对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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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间接效应检验结果，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列（ ３）为加入中介

变量后的总效应的检验结果，核心解释变量与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由表 ６ 列（ １）
至列（３）的实证结果可知，金融科技对农民增收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全部显著为正，
即金融科技能够通过农村三产融合促进农民增收。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采取基于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抽样

法的多重并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复核实证检验结果。 由表 ７ 结果可知，农业产业链延伸水平、
农业多功能性发挥水平与农业服务业发展水平的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值分别为 ０． ０４１、
０．０２０、０．０３３，三者的总间接效应也显著为正（ ０．０９４） ，证明金融科技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在一定

程度上是通过推动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以及农业服务业发展实现的，同时证明

金融科技能够通过农村三产融合带动农民收入增长，故假说 ２ 成立。
究其原因：第一，金融科技能够发挥资源配置效应，用金融科技的力量消除农村资源错配与

解决农业产业链条短、农产品附加值低的问题，引导农村紧缺的金融资本优化配置到乡村经济

效益较高的农业生产及其相关领域，带动相关农产品产业链延长、价值链提升和利益链完善，推
动农民收入增长。 第二，金融科技能够释放技术溢出效应，引导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

能等数字技术下乡，服务农业生产经营智能化和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进而促进农业生态、经济

和社会效益的协调，带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和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第三，金融科技也能激发创

新效应，实现农村电商等农业服务业与金融科技发展相互促进，引导农村经济主体创新创业和

工商资本下乡，助力农村三产融合和农民增收。
表 ６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金融科技发展水平 ０．４４８∗∗∗（ ０．０６８） ０．１９８∗∗∗（０．０３５） ０．２５１∗∗∗（ ０．０６３）

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 ０．９９３∗∗∗（ ０．１１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３８４（ ０．６３２） －０．７７５∗∗（ ０．３２７） ０．３８６（ ０．５５１）

观察值数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Ｒ２ ０．９６９ ０．５６９ ０．９７８

表 ７　 基于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抽样法的多重并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效应类型 效应值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金融科技→农民增收 ０．１９４ ０．０２５ ［ ０．１４４，０．２４４］

金融科技→农业产业链延伸水平→农民增收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３ ［ ０．０１８，０．０６９］

金融科技→农业多功能性发挥水平→农民增收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０ ［ ０．００４，０．０４４］

金融科技→农业产业链延伸水平→农民增收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２ ［ ０．０１１，０．０６３］

金融科技→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农民增收 ０．０９４ ０．０２４ ［ ０．０５０，０．１４４］

总效应 ０．２８８ ０．０２５ ［ ０．３３７，０．３７０］

　 　 ２．动态门槛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金融科技与农民增收之间是否存在动态非线性关联，
采用动态门槛模型进行检验。 首先，在门槛回归前，利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抽样法重复自举抽样 ３００ 次

确定门槛变量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及金融科技三个子维度的门槛性质及门槛值，结果如表 ８ 所

示。 由门槛效应检验的 ｐ 值与门槛值可知，在将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的前

提下，门槛变量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均通过了双重门槛检验，数字化程度通

过了单一门槛检验，验证了假说 ３，金融科技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动态非线性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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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门槛效应检验

门槛变量 门槛性质 Ｆ 统计量 Ｐ 值 １０％临界值 ５％临界值 １％临界值 门槛值 ９５％置信区间

单一门槛 ３４．７８ ０．０２０ ２７．６２８ ３２．６３２ ３６．７５６ ２．８９３ ［ ２．７９９，２．９２３］

金融科技发展水平 双重门槛 ４０．８８ ０．０１７ ２１．４４３ ２６．４１０ ５３．３３７ ３．６０６ ［ ３．５４４，３．６１９］

三重门槛 ３０．１４ ０．８３０ １１０．１８２ １２８．１５７ １４９．５６６

单一门槛 ３４．４０ ０．０２７ ２５．８９４ ２９．９２１ ３８．１５８ ２．７０４ ［ ２．６３７，２．７２３］

覆盖广度 双重门槛 ２９．６０ ０．０３７ ２２．７２５ ２７．２３９ ３６．０５０ ３．３６５ ［ ３．３１７，３．４０３］

三重门槛 １９．６５ ０．６１０ ３９．７８２ ４５．００７ ６１．４３７

单一门槛 ５６．５７ ０．０００ ２３．５２９ ２７．０７７ ３７．０１４ ２．９５８ ［ ２．８４１，２．９７３］

使用深度 双重门槛 ６３．８６ ０．０００ １３．６９４ １６．０８２ ２３．１７３ ３．６９６ ［ ３．６６４，３．７３９］

三重门槛 ３０．７０ ０．６８７ ８９．４４６ １１６．５８５ １３８．０６５

数字化程度
单一门槛 ３９．１５ ０．０００ １３．５１７ １６．６７２ ２１．１３２ ４．２０１ ［ ４．１４６，４．２０３］

双重门槛 １４．６０ ０．２３０ １８．５９９ ２１．６００ ２５．６４７

　 　 为进一步研究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及其不同维度带动农民增收作用的差异，对门槛变量进行

非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９ 所示。 从表 ９ 门槛效应回归结果来看，当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位于

ＴＨ ｉｔ≤２．８９３( ) 、 ２．８９３＜ＴＨ ｉｔ≤３．６０６( ) 和 ＴＨ ｉｔ＞３．６０６( ) 时，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滞后一期的回归系

数分别为 ０．３１０、０．３３９ 和 ０．３８０，即随着门槛值所处值域的增大，系数值也随之变大，且均在 １％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这说明金融科技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动态非线性特征，这种特征会

随着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提升而更加明显，伴随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其对农民增收

的带动效应将呈现出边际递增的趋势，验证了假说 ３。 究其原因，自 ２０１３ 年至今，我国金融科

技发展由“立柱架梁”的初级阶段全面迈入“积厚成势”的成熟阶段，金融科技发展水平逐步提

升。 受到金融科技外部性与正反馈效应的影响，更多农村弱势群体能够享受金融科技带来的红

利，并利用红利拓宽致富增收渠道，进一步实现收入增长。
表 ９　 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 ３） （ ４）

金融科技发展水平（ ＴＨ ｉｔ≤２．８９３） ０．３１０∗∗∗（０．０４３）

金融科技发展水平（ ２．８９３＜ＴＨ ｉｔ≤３．６０６） ０．３３９∗∗∗（０．０４２）

金融科技发展水平（ ＴＨ ｉｔ＞３．６０６） ０．３８０∗∗∗（０．０３６）

覆盖广度（ ＴＨ ｉｔ≤２．７０４） ０．３０２∗∗∗（ ０．０４９）

覆盖广度（ ２．７０４＜ＴＨ ｉｔ≤３．６６５） ０．３２８∗∗∗（ ０．０４６）

覆盖广度（ ＴＨ ｉｔ＞３．３６５） ０．３７０∗∗∗（ ０．０４０）

使用深度（ ＴＨ ｉｔ≤２．９５８） ０．３０７∗∗∗（ ０．０３１）

使用深度（ ２．９５８＜ＴＨ ｉｔ≤３．６９６） ０．３４１∗∗∗（ ０．０３２）

使用深度（ ＴＨ ｉｔ＞３．６９６） ０．３８６∗∗∗（ ０．０２５）

数字化程度（ ＴＨ ｉｔ≤４．２０１） ０．３９０∗∗∗（ ０．０４６）

数字化程度（ ＴＨ ｉｔ＞４．２０１） ０．４２７∗∗∗（ ０．０４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５６３（ ０．８４６） －０．２２６（ ０．７８８） －０．５５１（ ０．７４７） －０．６２５（ １．０２０）

观察值数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Ｒ２ ０．９６３ ０．９６２ ０．９７０ ０．９５７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金融科技三个子维度作为门槛变量的特征与金融科技作为门槛变量

的特征基本一致，都是随着门槛值所处区间上下限的增大，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滞后一期对农民

增收的正向作用显著增强。 在三个细分维度里面，数字化程度的门槛值高于其他两个维度。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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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随着金融科技纵深发展程度的逐步加深以及数字化程度的持续提高，金融科技带动农民增

收的边际递增效应加强，因此在金融科技发展的成熟阶段，持续深挖金融科技的数字化功能效

用，能够促使金融科技带动农民增收的正向作用跃升一个新高度。
（五）异质性分析

１．农村数字水平的异质性。 农村数字接入水平与农村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农村

数字接入水平能够反映整个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使用、普及与覆盖程度，而互联网基础设施

是金融科技下沉农村市场、惠及“长尾客户”的重要支撑。 农村数字接入水平越高，金融科技产

品与服务的普及应用越广泛，农户享受的金融科技红利也随之增多，为探究农村数字接入水平

差异对金融科技增收效应产生的影响，本文选择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农村数字接入水平的代

理变量。 具体方案如下：首先将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各省份农村数字接入水平加总，求取各省份平均

值，然后把平均值排名前 １５ 的省份划分为数字接入水平相对较高省，排名后 １５ 的省份划分为

数字接入水平相对较低省，考察金融科技的增收效应在这两大区域内是否存在异质性。
如表 １０ 列（１）和列（２）的回归结果所示，农村数字接入水平较高省份和较低省份，金融科

技对其农民增收的影响分别在 １％和 ５％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显著水平有所差异，可知农村

数字接入水平相对较高的省份金融科技增收效应更强。 原因在于，农村数字接入水平较低省份

的农户，受限于互联网软硬件设施，不能有效接入数字网络获取金融数据资源，无法利用数字金

融产品与服务解决融资难题，增收致富乏力。 同时，由于数字接入不足，农户无法产生数字足

迹，信用信息较为空白，金融科技难以依靠大数据为其评级授信并及时对接其生产经营资金需

求，农户增收因此受到限制。
表 １０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农村数字接入水平

较高省

农村数字接入水平

较低省

农村人力资本水平

较高省

农村人力资本水平

较低省

（１） （ ２） （ ３） （ ４）

金融科技发展水平 ０．８０６∗∗∗（ ０．１４２） ０．２７２∗∗（ ０．１１０） ０．４１１∗∗∗（０．１５２） ０．１４３∗（ ０．０７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９８３（ １．３９４） －０．１８１（ ０．８９８） －２．７２２∗（１．４１６） ０．１００（ ０．５７７）

观察值数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Ｒ２ ０．９６６ ０．９６７ ０．９４５ ０．９８３

　 　 ２．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异质性。 作为农村金融科技产品与服务的使用主体，农户的人力资

本水平会影响其理解和使用金融科技的程度，因此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区域非均衡性也会导致

金融科技增收效应的异质性。 为此，本文选取农村人均受教育水平来衡量农村人力资本水平，
具体划分方法与农村数字接入水平划分方法一致，考察金融科技的增收效应在农村人力资本水

平相对较高省份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省份是否存在异质性。
表 １０ 列（３）和列（４）的回归结果表明，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省份和较低省份，金融科技

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分别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和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显著水平有所差

异，说明两大区域内金融科技的增收效应存在异质性。 原因在于，农户的数字素养和金融素养

与其人力资本水平密切相关。 通常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农户运用互联网的能力和获取数字资

源的能力较强，能够实现金融科技和数字资源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创新应用，实现增收目标。
同时相比于人力资本较低的农户，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的农户其数字使用能力和金融

素养更为突出，筛选、分析、整理和吸收线上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能力更强，能够准确甄别金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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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产品与服务类型，有效选择合适金融产品满足生产经营的需求，并利用金融科技的红利积极

参与农业生产经营，进一步挖掘金融科技的增收潜能。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基于我国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省域面板数据，选取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金融科技对

农民收入增长的带动效应，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与动态门槛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

明：第一，２０１３ 年以来，金融科技在促进农民增收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机制分

析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提升农业产业链延伸水平、农业多功能性发挥水平以及农业服务业发展

水平，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带动农民增收。 同时随着金融科技纵深发展程度的逐步加深以及数

字化程度的持续提高，金融科技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 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

科技的增收效应存在异质性，体现为金融科技在农村数字接入高水平省份与农村人力资本相对

较高省份的增收效应更强。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首先，推行差异化的金融科技支持政策。 对于金融

科技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应当加快 ５Ｇ 网络基站建设步伐；对于金融科技基础较好的农村

地区，应当创新个性化、差异化的金融服务产品。 用差异化的金融科技支持政策引导农村金融

服务朝专业化、高质量方向发展，推动农村三产融合，保障农民稳步增收。 其次，打造农村三产

融合发展的“软硬”支撑点。 创造“硬”条件，如加强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探索农地流转新形式、
搭建金融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塑造“软”条件，如推进农村产业多业态融合和新商业模式创

新，以利益联结和利益共享机制创新促进多利益主体融合，靶向引进乡村紧缺人才，增强现代技

术对农村三产融合的支持作用。 通过发挥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中“软硬”条件的能动性，推动农

村三产融合发展在金融科技促进农民增收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最后，强化农村金融科技发展的

人力物力保障。 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定期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
同时完善数字底层建设，依托 ５Ｇ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推动金融科技赋能农

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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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期 李明贤，彭晏琳 　 金融科技促进了农民增收吗？


